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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前以黨訓政邁向制憲史實之研究 

劉麗慧 
中國文學系 

講師 

摘  要 

抗戰前執政的中國國民黨以黨訓政的處境盤根錯節，致使朝野肇生層出不窮的黨政軍爭鋒，

由是在追求中國現代化的過程益顯得特別漫長曲折。審度任何國家在任何時期的政治發展，其所

牽涉問題均經緯萬端，遑論斯時正深陷國事蜩螗沸羹的中國。欲期使這段一波三折瓜蔓無窮的艱

苦建國史事，論述上避免拉藤扯葛之弊，本論文採「以黨訓政」為論述主軸，企以執政黨「黨治」

貫串訓政「黃金十年」(Golden Decade)，將抗戰前訓政邁向制憲的過程劃分為：（一）以黨建國

開啟訓政。（二）順應輿情制定約法。（三）肆應國難推動制憲。 

關鍵詞：以黨訓政、訓政綱領，國民政府組織法、國民會議、訓政時期約

法、國難會議、五五憲草、三民主義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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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辛亥革命成功，舉國上下汲汲於議憲活動，惟甫由專制政體束縛中解放，不

僅人民實行民主根基脆弱，社會亦因內亂外患交相迫煎而動盪不安，肇致國家邁

向現代化困阻叢生。中山先生喟嘆「此不行革命方略之過也」1，決心重新改組

中國國民黨，擬定軍政、訓政及憲政等三程序為骨幹的建國計畫－「國民政府建

國大綱」。民國 13 年 1 月 20 日，中國國民黨一全大會中山先生開幕致詞：「此

次國民黨改組，有兩件事：第一件事是改組國民黨，要把國民黨再來組織成一個

有力量有具體的政黨；第二件就是用政黨的力量，去改造國家。」2其所著「建

國大綱」25 條並提會決議通過，4 月 12 日國民政府據以公布，9 月 24 日發表「制

定建國大綱宣言」，強調革命建國三程序頇循序漸進的重要性。質言之，抗戰前

執政黨旨在獨負「以黨訓政」全責。 

抗戰前執政的中國國民黨以黨訓政的處境，不僅朝野對立「何時結束訓政」

的輿情波濤中，尤更演成較原定期限（6 年）多出兩倍時間（民國 17～34 年），

竟至仍無法結束訓政的僵局，自不免予人專政其實訓政其名的假象，進而啟人疑

竇－「抗戰前『以黨訓政』是否為中國現代化所必要？」證諸史實，抗戰前訓政

建國工作固不盡理想，但這種結果絕非單一訓政體制設計所使然，蓋任何國家在

任何時期的政治發展牽涉問題均經緯萬端，遑論抗戰前的中國無疑也只是一個

「開發中國家」或「後進國家」，所處環境困頓無已，始終沒有真正可以長期落

實的機會。綜觀訓政建國史事浩漫煙海真假雜揉，論述上不易洞悉梗概。本論文

採「以黨訓政」為論述主軸，企以執政黨「黨治」貫串訓政「黃金十年」（Golden 

Decade），將抗戰前訓政邁向制憲的過程劃分為：（一）以黨建國開啟訓政。（二）

順應輿情制定約法。（三）肆應國難推動制憲。 

貳、以黨建國開啟訓政（民國 17～18 年） 

建國大綱頒布後黨治工作逐次開展，如民國 14 年「國民政府組織法」第 1

條規定：「國民政府受中國國民黨的指導及監督」3，「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組

                                                 
1
 孫中山，＜中國革命史＞，《國父全集》（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民國 69 年 8

月，三版），第二冊，頁柒－95。 
2
 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 67 年 10 月，影印再版），第 8 輯，

頁 100。 
3《國民政府公報》（廣州：民國 14 年 7 月 1 日），第 1 號，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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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法」第 1 條規定：「軍事委員會受中國國民黨之指導及監督」，廣東省政府宣

言：「在中國國民黨指導監督下，受國民政府之命令。」4政府機關也以中國國

民黨黨員為派任取向，但就以黨建國全般工作而言，大抵仍屬個別性質。揆其原

由，一則革命障礙尚未完全掃除，再則欠缺實施以黨建國的正式法理依據。 

一、頒布訓政綱領樹立以黨建國準據 

民國 17 年北伐即將完成之際，6 月 3 日胡漢民與孫科在巴黎致電國民政府，

建議成立五院制度，主張：（一）以黨統一，以黨訓政，培植憲政深厚之基；（二）

本黨重心，必求完固，黨應擔發動訓政之全責，政府應擔實行訓政之全責；（三）

以五權制度作訓政之規模，期五權憲政最後之完成。5
8 月 8 日中國國民黨二屆五

中全會決議國民政府依建國大綱設置立法、司法、行政、考詴、監察五院及各部

會，全會結束後，胡、孫兩氏回國，9 月 15 日向執政黨提出「訓政大綱提案說

明書」（內含「政治會議綱領」及「國民政府組織綱領」），文中略以：「抑從

革命程度言之，訓政之目的，在於憲政之完成。總理於三民主義，必與五權憲法

並舉；此二者之關係，國人至今鮮有知之者。切而言之，三民主義乃救國的宗旨，

五權憲法乃建國的制度；若以總理之用語說明之，即三民主義乃五權憲法之目

的，五權憲法乃三民主義之實行；不經由五權憲法之制度，三民主義即無由整個

的實現。顧憲政必恃訓政為階梯，猶諸訓政必經軍政為開創，非可一蹴而幾也。

故欲由訓政時期以達憲政時期之行程中，本黨責任在於培植五權憲法之基礎，而

期其最後之完成。」6訓政大綱提案公推胡漢民、戴傳賢及王寵惠等 3 人起草，

10 月 3 日中央政治會議第 172 次常會通過公布「訓政綱領」（18.3.19 復經三全

大會通過追認），全文訓政黨治建國理念表露無遺： 

中國國民黨實施總理三民主義，依照建國大綱，在訓政時期訓練國民使用政

權，至憲政開始，弼成全民政治，制定左之綱領： 

1.中華民國於訓政期間，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領導國

民，行使政權。 

2.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以政權付託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執行之。 

                                                 
4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上海執行部編，《中華民國政府》（上海：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

員會上海執行部，民國 14 年 8 月），頁 1、7、40。 
5
 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 67 年 11 月 26 日），頁 427。 

6
 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 67 年 10 月，影印再版），第 22

輯，頁 303～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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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照總理建國大綱所定：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種政權，應訓練國民

逐漸推行，以立憲政之基礎。 

4.治權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詴、監察五項，付託於國民政府總攬而執行

之，以立憲政時期民選政府之基礎。 

5.指導監督國民政府重大國務之推行，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

議行之。 

6.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之修正及解釋，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

治會議決行之。7
 

訓政綱領為訓政時期中國國民黨與國民政府在黨政關係的最高準據，也是我

國政黨政治運作的基本原則。此綱領制定之日，執政黨中常會據以首度通過五院

制的「國民政府組織法」（計 7 章 48 條），其前文標誌：「中國國民黨本革命

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設中華民國；既用兵力掃除障礙，由軍政時期入於訓

政時期，允宜建立五權之規模，訓練人民行使政權之能力，以期促進憲政，奉政

權於國民。茲謹本歷史上所授予本黨指導監督政府之職責，制定國民政府組織

法，頒布之。」8並責成國民政府於 10 月 8 日公布，準此法規改組國民政府，26

日第 4 次國務會議發表「訓政時期施政宣言」9。民國 18 年 3 月 21 日，三全大

會通過「根據總理教義編制過去一切黨之法令規章以成一貫系統確定總理主要遺

教為訓政時期中華民國最高根本法案」與「確定訓政時期黨政府人民行使政權治

權之分際及方略案」，23 日復通過「確定地方自治之方略及程序以立政治建設

之基礎案」與「對於政治報告之決議案」。10就法理言，訓政時期執政黨是唯一

合法政黨－「不但是黨外無黨，並且是黨外無政，政外無黨。」11就目的言，執

政黨矢志以求完全共和立憲政治12－「黨治不是專制，與一黨專政或階級專政有

別。」13易言之，邁向憲政為訓政之目的，執政黨獨負訓政只是階段性手段。 

                                                 
7
  蕭繼宗主編，《革命文獻》（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 65 年 11 月 24 日），第 70 輯，

頁 338。 
8
  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第 22 輯，頁 317～323。 

9
  李守孔，《國民革命史》（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 69 年 10 月，再版），頁 464。 

10
 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 67 年 9 月），第 76 輯，頁 77、

80、83、86。 
11

 胡漢民，＜黨外無政，政外無黨＞，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學術論著編

纂委員會主編，《革命先烈先進闡揚國父思想論文集》（台北：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

誕辰籌備委員會，民國 54 年 11 月 12 日），第二冊，頁 1132。 
12

 蕭繼宗主編，《革命文獻》（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 65 年 11 月 24 日），第 69 輯，

頁 30。 
13

 胡漢民，＜訓政大綱提案說明書＞，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第 22 輯，頁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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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黨建國對訓政初期之重要影響 

初入以黨訓政建國，在中國國民黨與國民政府的結合下，主要致力於「訓政

綱領」及「國民政府組織法」之制定，這是訓政時期黨政運作關係最重要的第一

步，黨治勢猛無比顯而易見，其重要影響如次： 

（一）凸顯以黨訓政的軸心功能：訓政殷啟不僅全民尚無行使政權的能力，

即令政府亦無行使治權的能力，欲由百廢待舉的非常時期躍進民主憲政，不單困

難重重，尤為危險萬端。中山先生說：「此訓政時期，所以為專制入共和之過渡

所必要也，非此則必流於亂也。」14「我從前見得中國太紛亂……所以便主張『以

黨治國』。……此刻（民國 13 年）的國家還是太亂……所以現在革命黨的責任

還是先『建國』，尚未到『治國』。」15執政黨奉行中山先生「以黨建國」至「以

黨治國」的訓政主張，首創「訓政綱領」以邁向民主憲政願景的雙重責任，一則

要完成訓練人民行使政權，再則要指揮監督政府行使治權。此綱領明訂有關黨政

關係要則，律定「中央執行委員會」為黨的常設最高機構，「國民政府」為政府

的最高機構，「中央政治會議」（由中央執監委組成）為居間聯繫的機構，代表

國民行使政權及指揮政府行使治權，是全國實行訓政最高指導機關。另在制定「訓

政綱領」當日繼之通過「國民政府組織法」，訓政時期以黨訓政的黨政運作模式

於焉開啟。當時中國名為一統，實則兵禍連結，中國國民黨若無訓政，又何以侈

言統一之中國？此種黨治確有其特殊時代背景與需求，誠如論者主張發展中國家

的發展策略－政黨居主、制度（法制）建立和社會流動的減緩等，認為中國實行

一黨制是成功典範，否則急速的現代化，往往不是政治發展，而是政治衰敗。16
 

（二）標誌訓政法治的引領作用：「訓政綱領」論者謂之「有關中央政制的

一種成文憲法」17，或云「僅為憲法之一部分，不能視為具體之憲法」18。綜言

之，以黨訓政自此獲致第一次正式法理依據，肇生訓政法治化則為不爭之事實。

                                                 
14

 孫中山，＜孫文學說＞，《國父全集》（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民國 69 年 8 月，

三版），第一冊，頁參－149。 
15

 孫中山，＜革命成功在乎革命黨員有團體＞，《國父全集》（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

員會，民國 69 年 8 月，三版），第二冊，頁捌－213。 
16

 參見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著,聶振雄等譯，《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民國 83 年 4 月 21 日）。 

17
 馬起華，＜總統蔣公對於憲法的貢獻與言論＞，政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總統蔣公學術思想

研究論文集》（台北：政戰學校政治研究所，民國 67 年 6 月 30 日），第 1 輯，頁 99。 
18

 陳茹玄，《中國憲法史》（上海：世界書局，民國 36 年 7 月，增訂版），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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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政綱領」為實行訓政之根本大法，訓政初期執政黨據以制定公佈首度詴行五

院制的「國民政府組織法」（17.10.8），嗣因主客觀環境變化曾再三作結構性修

訂19，足證訓政法治殆非易事。執政黨考量五院制的國民政府組織法初創，法令

尚欠穩定完備，自是難免有事權衝突或界限不清，為了救濟此種弊端，民國 18

年 3 月 21 日，三全大會通過「確立訓政時期黨政府人民行使政權治權之分際及

方略案」20，6 月 10 日三屆二中全會又通過「治權行使之規律案」21，在訓政法

治上積極扮演著相當程度的引領作用。專制政治是人治，行政命令等同法律；民

主政治是法治，政府與人民均頇依法行事。訓政是專制政治與民主政治間的移轉

階段，此際即能重視引領法治化之遂行，允為執政黨邁向民主法治熱忱初衷的表

徵。 

（三）肇致黨治強勢領導的丕變：訓政為預備進入憲政的過渡階段，這是中

山先生的特殊設計，旨由執政黨負起「指揮政府」及「扶植民治」的完全責任，

主張「要改造國家，非有很大力量的政黨，是做不成功的。」22軍政時期非常破

壞之後，執政中央必頇凝聚黨政軍實力於一體，方足以應付訓政變局，黨治強勢

領導可謂勢之所趨。中國國民黨自建黨伊始，權力結構、組織型態及訊息溝通，

都是「民主集權」23；黨的權力機構除了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依

總綱規定由總理擔任，餘悉採中常委互推或輪流擔任主席。民國 14 年政治委員

會成立「國民政府」公布「國民政府組織法」，黨政關係初定「以黨領政」（第

1 條），黨政組織運作皆為「合議制」（第 2.3.5 條）。及至訓政頒布黨治「訓

政綱領」和五院制「國民政府組織法」，雖然確立以黨訓政正式法理根基，卻因

黨政中央實際運作激烈爭奪強勢領導，黨治丕變幾近失控。國民政府主席依據歷

次「國民政府組織法」（民國 17～20 年）規定為國務會議（19.11.24 易名國民

政府會議）主席聯絡五院總攬治權，並兼任陸海空軍總司令直接統領軍事大權

（20.12.30「國民政府組織法」第 12 條即因之修訂：國民政府主席不得兼其它官

職），如此齊集軍政大權於一身，較諸當時歐美共和國總統職權，自是有如天壤

                                                 
19

 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 68 年 6 月），第 79 輯，頁 192

～197、262～267。。 

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第 23 輯（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 67 年 10 月，影印再版），

頁 640～645。 
20

 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 76 輯，頁 80～83。 
21

 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 79 輯，頁 129～130。 
22

 孫中山，＜革命成功在乎革命黨員有團體＞，《國父全集》，第二冊，頁捌－213。 
23

 中央組織工作會編，＜中國國民黨各時期組織＞，《組織與訓練》（台北：中央組織工作會，

民國 65 年 1 月），第 26 期，頁 4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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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別，論者曾譏評：「國民政府之組織，非合議制，實大近獨裁制。」24由於中

國國民黨合議制組織運作截然不同於國民政府實際軍政一元的強勢領導，掌握黨

治決策權力者遂與國民政府蔣主席裂解成敵對派系。黨人敵視影響訓政時局詭譎

多變，執政黨非但政治上飽受黨同伐異的凌厲抨擊，並在軍事上招致各軍事集團

的激烈對抗，各方敵友分合莫辨競逐於執政領導權，產生黨治強勢領導暗潮洶湧

的丕變。 

參、順應輿情制定約法（民國 19～20 年） 

民國 17 年 10 月「訓政綱領」及「國民政府組織法」相繼制定頒布後，由於

朝野對國是意見分歧，因而引起一波波的反對浪潮，甚至不惜兵戎相向。究其標

舉「護黨救國」，聲言「軍事北伐、政治南下」的訴求重點，主要為「召開國民

會議」及「制定訓政時期約法」之爭議。 

一、召開國民會議以制定約法 

「國民會議」乙詞，溯自辛亥革命南北議和之際，嗣後各種主張都因操縱政

治者對實際利益的抱持而胎死腹中。民國 14 年 3 月 12 日，中山先生逝世時，遺

囑中仍殷望國人「召開國民會議」。5 月 24 日中國國民黨中執會發表「接受總

理遺囑宣言」，聲明「于最短期間實現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帄等條約之二大目的，

為吾人努力之第一程序。」25
30 日發表「中國國民黨主張國民自動的開國民會議

宣言」26。自此召開國民會議以決國是蔚為輿情風潮，雖然適值北伐尚未能劍及

履及，但是黨內對此呼應始終不墜，惟對「召開之時機」迭有爭議。民國 17 年

10 月「訓政綱領」及「國民政府組織法」相繼頒布後，國民會議應於「北伐成

功立即召開」或「訓政完成之日再行召開」等歧見愈趨擴大。 

民國 18 年 1 月 1 日，國民政府企求統一召開「國軍編遣會議」，各集團軍

領袖頗感被削藩集權之迫害，各地方不斷有假「護黨救國」名義的軍事動亂；嗣

因中國國民黨內部長期的權力鬥爭，俟 3 月召開三全大會，有關與會代表資格及

汪兆銘等處分案，遭到汪精衛等「改組派」（粵二屆中委）的嚴詞攻詆，進與謝

持等「西山會議派」（滬二屆中委）聯合閻錫山等地方軍事集團圖謀反抗。民國

                                                 
24

 陳茹玄，《中國憲法史》，頁 182 
25

 蕭繼宗主編，《革命文獻》，第 70 輯，頁 134。 
26

 蕭繼宗主編，《革命文獻》，第 69 輯，頁 13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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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年 5 月 1 日爆發「中原大戰」，7 月 13 日抗衡中央力量糾合在北帄組成「擴

大會議」（中央執監委員第 1～3 屆），期間組合雖有屆別黨統的爭議，但在聲

應氣求利害一致的情況下，殊途同歸主張「召開國民會議」及「制定約法」。由

於三全大會決定訓政不行約法，給予「擴大會議」藉題發揮的機會，強調「以黨

治國」乃「黨義治國」，其較中樞更為保障人權的訴求廣獲社會輿論支持，國民

政府在軍事上雖有戡定把握，最後俯遂輿議。10 月 3 日國民政府蔣主席在開封

軍次電請黨中央早開「國民會議」和制定「訓政時期約法」，此舉在政治主張上

發揮了先聲奪人的號召作用。11 月 12 日「擴大會議」另發布對國是的基本主張

宣言，強調召集國民會議通過約法草案。是日執政黨召開三屆四中全會，主席團

於會中提出「召開國民會議案」，申明「在訓政開始之時，一切建國根本問題，

『應與人民共約』……此國民會議所以亟應召集之。」15 日議決通過「於民國

20 年 5 月 5 日召開國民會議，其召集方法交常會趕速制定，由國民政府公布施

行。」27中常會推定蔣中正先生等 14 人草擬「召開國民會議」方案，其特點如

次： 

（一）立法規範國民會議組織：國民會議是暫時性組織，其目的在制定訓政

時期約法交國民政府公布，約法制定後即解散，基本上屬凝聚共識宣告性質，所

以並未明確規範組織職權，就相關法規或決議在實際運作和效能而言，自難與常

態性機構相較。民國 19 年 12 月 19 日，中國國民黨中常會通過「國民會議代表

選舉法」（計 23 條）28，並責由國民政府於民國 20 年 1 月 1 日公布，20 日據以

另頒施行法（計 54 條）29。4 月 2 日中常會再通過「國民會議組織法」（計 6 章

28 條）30，並責成國民政府於 24 日公布，5 月 4 日訂定議事規則（計 3 章 87 條）
31。就立法意義而言，舉凡分配名額、職業代表性、選舉監督及會議召開等規定，

在根本法規上已做了全般性的規範；各項籌備工作在既定召開國民會議時限前，

亦均能依次如期完成，這對缺乏辦理選舉經驗之中國而言，誠屬不易。 

（二）選舉代表採職業代表制：國民會議是抗戰前唯一民選的中央議事機

構，「國民會議代表選舉法」規定代表分由各地方依配額選出，選舉方法是仿照

一般社會主義國家（當時有蘇、德、義、奧、南斯拉夫等國），而不是依照英、

美等一般民主國家所實行的區域代表制。這是受法國工團主義和英國基爾特社會

                                                 
27

 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 79 輯，頁 191～192。 
28

 王雲五主編，《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大全》（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 22 年 12 月），頁 8～10。 
29

 同上，頁 10～12。 
30

 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第 23 輯，頁 608～612。 
31

 王雲五主編，《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大全》，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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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的影響，亦即所謂「工業的民主」。32包括由各省市職業團體（包括農會、

工會、商會及實業團體、教育會國立大學教育部立案之大學及自由職業團體、中

國國民黨等五類）、蒙古、西藏及華僑選出者（520 人）為民選代表，中國國民

黨的執、監委及國府委員 84 人為當然代表，中國國民黨候補執、監委、國府各

院部長和委員長等 50 人為列席代表，及主席團「特許列席」的人員計 68 人33。

質言之，國民會議是民選的，但並非全民直選的。究其根柢，一則中國尚未具備

普選條件。二則符應擴大會議主張以各種職業團體為構成份子。三則國民會議代

表以討論當前國是為目的，不同於代表全民行使政權的國民大會代表。 

（三）與民共約凝聚訓政共識：國民會議討論範圍胡漢民曾力主應依照中山

先生遺教，以「謀中國之統一，謀中國之建設，廢除一切不帄等條約」三事為限
34，三屆四中全會立案時因之並未論及約法，僅權變標明「應與人民共約」為召

集之目的，惟亦表露執政黨「制定約法」已然箭在弦上。民國 20 年 5 月 5 日，

國民會議依法在首都（南京）揭幕，出席代表除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及國民政府

委員外，共計 447 人，具代表民意與聞國是的意義。蔣中正先生開幕致辭極言訂

定訓政時期約法問題為首要，申明「約法所以立共守之信條，安定人心，以樹立

政治社會進行之常軌，惟納全國於軌物而後軌外之禍亂可以消除。」35會期通過

「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等 34 件重要議案，最重要成就即順應輿情制定約法。

17 日大會發表宣言（以六事矢告國人）：第一、敬謹接受中山先生全部遺教，

以全力促其實現。第二、制定訓政時期約法，交國民政府公佈實行。36
30 日中國

國民黨告同胞書：「訓政時期約法，既已制定，總理精心創制之學說制度，以及

建國大綱之一切規定，以前僅由本黨負倡導力行之責任者，今後已成為國民相約

共守之信條。」37執政黨改弦易轍主張訓政頇經制定約法之舉，使「訓政建國」

首度獲致凝聚全民共識。論者即謂：「此一約法經國民會議通過之后，則理論上

黨治原則已經國民正式接受；國民黨政權在訓政時期可以益形鞏固矣。」38
 

 

                                                 
32

 張玉法，《中國現代政治史論》（台北：東華書局，民國 77 年 9 月），頁 185。 
33

 陳之邁，＜民國二十年國民會議的選舉＞，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編，《中國近代

史論集》，第 28 輯，頁 253～254。 
34

 胡漢民，＜解釋國民會議討論範圍＞，《國聞週報》（天津：民國 20 年 3 月 2 日），第 8 卷

第 8 期，頁 7。 
35

 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第 23 輯，頁 623。 
36

 蕭繼宗主編，《革命文獻》，第 69 輯，頁 222～227。 
37

 同上，頁 230～231。 
38

 陳茹玄，《中國憲法史》，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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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爭衡中制定訓政時期約法 

「約法」乙詞，遠自民國前 7 年中國同盟會成立之際，在中山先生發表的「軍

政府宣言」中業已出現，此後在「孫文學說」及「中國革命史」中均再三提及。

但是此「約法」是指「訓政時期約法」，絕非民國元年 3 月 11 日頒布的「中華

民國臨時約法」；就其內容觀之，亦多非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主張，實與中山

先生政治主張乖違背離。迨至民國 13 年後，中山先生不論講演三民主義或制定

建國大綱，「約法」乙辭俱不復倡言。俟其逝世後，訓政時期是否需要制定約法？

因為欠缺明確的共識，竟衍生出不同的政治主張。 

民國 17 年 8 月中國國民黨召開二屆五中全會，上海商業請願團曾向全會請

願「頒布約法、統一財政、裁減兵額、關稅自主、勞資合作、免除雜稅」39中央

執行委員朱霽青、法制局長王世杰及南京特別市黨部等也提出有關約法之議案，

嗣經全會合併審查，並於 8 月 11 日決議：「訓政時期，應遵照總理遺教，頒布

約法。」40但是此一主張與胡漢民、吳敬恆、孫科等人意見相左，渠等認為中山

先生的全部遺教即為訓政時期的根本大法，所以不用另訂約法，在「訓政大綱提

案說明書」中強烈表達「以黨治國」之熱望。由於胡氏在當時執政黨素孚眾望，

議案甫經提出即倍受重視，執政黨第 172 次中常會乃於 10 月 3 日會議中予以議

決通過，形同否決二屆五中全會「頒布約法」的決議。民國 18 年 3 月 18 日，「蔣

委員中正對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之黨務報告」在「關於政治者」重要決議案曾重

申－「訓政時期應遵照總理遺教頒布約法」41，但是三全大會隨即對胡氏等主張

再予支持，19 日通過「追認訓政綱領案」42，21 日決議「根據總理教義編制過

去一切黨之法令規章以成一貫系統確立總理主要遺教為訓政時期中華民國最高

根本法案」43。嗣後朝野倡議制定約法，不僅輿論大熾勃興，黨見交爭亦未稍歇。

民國 19 年 7 月 13 日，更形成對抗中央勢力的「擴大會議」，對三全大會任何決

議概予否認，10 月 27 日在太原公佈以汪精衛為首草擬之約法草案（計 8 章 211

條），此時「擴大會議」固已至窮途末路，「太原約草」最終也只是曇花一現，

但此約法運動對執政黨產生之民主催化作用，殆無疑義。 

                                                 
39

 胡春惠，＜國民會議之召集與約法問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抗戰十年國家建

設史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73 年 12 月），下冊，頁 489。 
40

 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 79 輯，頁 99。 
41

 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 76 輯，頁 125。 
42

 同上，頁 76～77。 
43

 同上，頁 7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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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9 年 11 月 12 日，三屆四中全會召開期間國民政府蔣主席以江電籲請

「召開國民會議」與「制定約法」提案，曾因胡漢民等反對於國民會議討論約法

之訂立，幾經折衝決定該會期只通過「召開國民會議」，而不談「制定約法」。

但是當時社會對約法仍有相當的期待，黨內亦傾向順應輿情頒訂約法，甚至原持

反對立場之吳敬恆亦不再堅持44，最後胡漢民憤然辭職（20.2.28）。3 月 2 日執

政黨中常會第 130 次會議通過「胡氏辭職案」與蔣中正委員等 12 人提議「國民

會議應制定約法頒佈案」，推定吳敬恆等 11 人著手起草約法。5 月 1 日中常會

通過「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草案」（計 8 章 82 條）45，送交國民政府提出國

民會議討論，12 日國民會議通過「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計 8 章 89 條）46，

6 月 1 日責成國民政府頒布，並發表宣言：「國民會議最主要之工作，為制定中

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此約法乃全體國民代表所制定，為訓政時期之根本大

法……訓政之能否完成，憲政之能否實現，胥視約法之能否推行無阻以為衡。」
47訓政政黨政治的基本原則，可謂從此正式訂入國家根本大法中（「訓政綱領」

列為約法第三章）。由於此約法基本上是執政黨內部政爭結果的產物，本質不脫

執政領導權的掌控，至若所制定之內容是否周全並非重點，公布後亦未能落實，

故論者泰半認為在我國立憲史並無足輕重。綜觀訓政時期約法由於倉促制定不無

過於簡單（較「太原約法」條文少一半以上），卻仍不失為訓政初期政府與人民

的一種公約，堪稱執政中央首次與民共約最正式的法律，其順應輿情的權變特點

如次： 

（一）限期貫徹以黨訓政： 

1.前言：文中強調「既由軍政時期入於訓政時期，允宜公布約法，共同遵

守，以期促成憲政」，充分說明訓政時期制定之約法乃為一種具有時效

性的基本法，極具「以黨訓政」階段政策性宣示意味，即訓政時期必頇

依法限期結束，屆時約法必將完全由憲法所替代。較諸世界各國民主憲

法規定每屆若干年得修改乙次，或與納粹和共產黨之以一黨專政及階級

專政為目的，在含義上有著明顯的根本性差異。 

2.第三章「訓政綱領」：此章律定訓政時期之政治綱領與中國國民黨及國

民政府之權責，尤其在「國民政府組織法」外，再次凸顯「以黨訓政」

為政治建設主軸的黨政運作型態，誠乃約法全部精神之所寄。 

                                                 
44

 吳稚暉，＜總理遺教中之國民會議＞，羅家倫、黃季陸主編，《吳稚暉先生全集》（台北：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民國 58 年 3 月 25 日），卷八，頁 710。 
45

 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 79 輯，頁 216～223。 
46

 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第 23 輯，頁 630～637。 
47

 蕭繼宗主編，《革命文獻》，第 69 輯，頁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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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八章「附則」：律定「約法為根本大法」－凡法律與約法牴觸者無效

（原草案未訂定）。「以黨訓政的立場」－約法解釋權由中國國民黨中

執會行使（原草案規定由約法解釋委員會行使）。「邁向憲政的決心」

－即貫徹建國大綱第 22（憲法草案）、23（憲政開始時期）條款之定

則。「約法制定與公布」－約法（依據中常會通過之約法草案）由國民

會議制定，交由國民政府公布（原草案未訂定）。強化顯示執政黨獨負

制定訓政約法之全責，確立以黨訓政為限期邁向憲政的階段性作為。 

（二）民權為名標舉法治： 

1.第一章「總綱」：規定主權屬於國民全體，國體為統一共和，披露訓政

約法係以保障民權及力行法治為根基，「民權法治」正名宣告意味濃厚。 

2.第二章「人民之權利義務」：對人民之自由權利除宗教信仰外，皆採間

接保障主義。論者評議：「民國 20 年 6 月約法，並未嘗為中國政制劃

一新的時期……未採直接保障主義，而採法律保障主義，換言之，人權

的保障有賴於法律，而法律亦可限制人權。」48亦有謂：「針對約法為

保障民權之原意，則擴大會議採直接保障主義所擬約法草案，在民權之

實際保障上，似較完善。」49實則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民主政治刻意陳義高遠則無異於空中閣樓。帄實而論，主政與否責任迥

然不同，太原約法是擴大會議成員星散之際的應機產物，制定者只消擬

定既不執行又不負責，猶似針對執政者預留的難題。審諸任何未具民主

憲政傳統的國家，在政治發展過程中有法律保障人權，就是邁進民主法

治的重要指標；中國國民黨在訓政初創約法即能重視民權，理應視為宣

告我國邁進民主政治法治化的重要起步。 

（三）簡要規範宣示原則： 

1.第四章「國民生計」與第五章「國民教育」：綜觀兩章各條款，前者昭

示獎勵生產及勞資協調之原則，後者則規範學齡兒童的義務教育及失學

的成人補習教育，均只宣示原則，並未明訂細節，皆俟各相關法律範疇

再予適切的具體規劃，或不免予人有「隨時得以法律限制」的弦外之音。

雖然約法是訓政時期的基本法，但是階段性的約法終究有別於常態性的

憲法，若像太原約法條分縷析直如憲法般，亦不無嘩眾取寵之嫌，畢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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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世杰、錢端升，《比較憲法》（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 33 年 2 月，贛第二版），下冊，

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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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之邁，＜民國二十年國民會議的選舉＞，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編，《中國近代

史論集》，第 28 輯，頁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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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愈詳細自然就愈缺乏彈性。審視執政黨制定約法主客觀的嚴峻情

勢，國民生計和教育設計尚屬創新之際，不僅政府欠缺實際執法經驗，

即人民守法精神也待考驗，甚至施行所需的財經力量也極其薄弱，凡此

均為不能漠視的事實，是以約法採簡要規範宣示原則，亦屬不得不然。 

2.第六章「中央與地方權限」：這是約法和太原約草所採聯邦分權制差異

最為明顯之處，論者曾譏評「如此攏統，幾令人無法捉摸」及「法律予

奪之權，全在中央」50，如此論斷約法似乎全然亂無章法或恣意壟斷權

力，不無過於求全責備。約法是訓政的基本法，貴在簡要，無取繁密，

旨在助促制憲，以應階段權變之需。本章重申建國大綱均權制度（第

17 條），標誌循守中山先生針對我國國情特予量身打造的權宜方策，

並非無的放矢。另規定均權制度作為中央與地方權限之分界，至若二者

權力明確分際，除工商業之專利和專賣特許權屬於中央外，餘均留待法

律再予詳細規劃。由於法制未見明確約束，遜於太原約法在中央採列舉

地方取概括之方策，執政當局曾因而招致不少詆譭。實則訓政開創舉國

瘡痍，權力分際早已潛存欲速難達之困窘，中央與地方權限規範治絲益

棼，不足為法畢露無遺，即如太原約草洋洋灑灑，終不免也只是夢幻泡

影。 

3.第七章「政府之組織」：內含「中央制度」與「地方制度」兩部分。中

央制度大體按五權制度設置，總攬治權，體制上採委員制；其中國民政

府主席權位規定較突出，對外代表政府，對各院院長及各部會長有提請

任免權，以及依法公布法律發布命令，雖然簡要規範，但已宣示執政中

央採權力集中之原則，似乎較傾向總統制。另地方制度亦採地方自治為

基本精神，規定省、縣依法設置政府機構，並遵照建國大綱第 8、16 條

有關縣、省地方自治規定。各有關規定細節，亦悉留待法律再予詳細規

劃。簡言之，約法側重訓政階段性政制，概採簡要規範以宣示原則為主。 

肆、肆應國難推動制憲（民國 21～26 年） 

民國 20 年 5 月 17 日國民會議落幕，廣東方面因「胡漢民辭職案」逕與舊擴

大會議部分中央委員結合，28 日在廣州另立中央執監委員會議。國家籠罩在討

逆、剿共與賑災等艱危困厄中，未幾又爆發「九一八」事變，執政當局鑑於國家

分崩離析的處境，深感實不足以倡言抗日救國，一方面電請廣東非常會議撤銷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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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茹玄，《中國憲法史》，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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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政府組織，另方面發表「九一八事變告全國同胞書」，全國咸以團結禦侮為救

亡圖存的唯一大道，復經數度調節折衝，各方同意共赴國難。迨至「一二八」事

變，執政黨召開四屆二中全會（21.3.1），依照四全大會及四屆一中全會之決議，

在洛陽舉行「國難會議」（4 月 7～12 日）。 

一、制憲運動肆應國難而肇興 

依據民國 18 年 6 月 15 日中國國民黨三屆二中全會對「訓政時期之規定案」

決議：「訓政時期，規定為 6 年，至民國 24 年完成。其訓政工作分配年表，交

政治會議根據中央決議，於 18 年 9 月前制定之。」51執政黨以黨訓政理應視為

階段性舉措，但是訓政在朝野共識上卻爭議不休，民國 20 年「九一八」事變爆

發，對於訓政的爭議在黨內更蔚成一股革新風潮，12 月 28 日四屆一中全會有李

烈鈞等提「縮短訓政時期入憲時期案」及楊庶堪等提「縮短訓政速行憲政案」，

決議：「應從速限期完成地方自治，籌備召集國民代表機關，交中央常會遵照建

國大綱，妥速議定辦法。」52民國 21 年 4 月召開國難會議有「提前結束訓政」

的提議，雖未獲通過；但楊端六提「請政府確實辦理地方自治如期結束訓政案」

的提議，表決時則獲大多數起立通過，決議：「（一）切實辦理地方自治，如期

結束訓政。（二）憲政未實施前，提前設置民意機關，定名為國民代表會，限期

21 年 10 月 10 日以前成立，並明定國民代表會權限，請修正國民政府組織法。」
53惟當時不論主張如何結束訓政，依據「建國大綱」和「訓政時期約法」實施憲

政的標準，若與當時地方自治施行現況相對照，確屬遙不可及的夢想，毋怪乎論

者譏之「尚不及宣統年間的預備立憲」54。 

綜觀召開國難會議歷程，由於依照四屆一中全會之決議，僅以討論「禦侮、

救濟及綏靖」三事為限，肇致 2/3 的會員拒絕出席，但會中討論議案仍甚多，並

有許多超出原定範圍的政治性案件，其中有關促成憲政的提案即有 6 類 13 案之

多，國難會議儼然化身為制憲運動的請願會議。嗣後執政中央則因黨治立場、訓

政未完成和內憂外患日亟等種種原因，唯恐顧此失彼遲遲未予同意，卻又無論抗

日、剿共及訓政工作皆無令人滿意的成效，卒至橫議叢生，誹及於黨治。隨著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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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 79 輯，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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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頁 267～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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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委會訓練執行委員會編，《中國國民黨歷次會議及重要決議案彙編》（重

慶：中國國民黨中央執委會訓練執行委員會，民國 30 年 9 月），頁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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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廷黻，＜參加國難會議的回顧＞，《獨立評論》（北平：民國 21 年 5 月 22 日），第 1 號，

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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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呼聲高漲，黨內亦漸展現同情。「訓政何時結束？」從而成為朝野論政重點。

斯時各界議論如潮，惟具體論政切中時弊者鮮少，孫科提出團結禦侮挽救危亡的

「抗日救國綱領」，另具執政黨領袖層級首倡制憲者的政治背景，遂由其引領出

肆應國難的制憲運動浪潮。 

民國 21 年 4 月國難會議閉幕後，孫氏發表「抗日救國綱領草案」，在「內

政總綱」第 4 項主張「於民國 22 年 4 月召開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議決憲法，

並決定頒布日期。」55倡議從速立憲並立即由立法院起草憲法，這種不待訓政完

成迅即制憲的變通主張，曾贏得社會輿論相當程度的支持，也引起執政黨部分老

成謀國人士的反對56，孫氏乃聯名伍朝樞等 27 位中央委員向四屆三中全會提出

「集中國力挽救危亡案」，12 月 20 日案經修正通過，「關於憲政之準備」修正

成 3 點（原計 6 點）：（一）為集中民族力量，澈底抵抗外患，挽救危亡，應於

最近期間，積極遵行建國大綱所規定之地方自治工作，以繼續進行憲政開始之籌

備。（二）擬定民國 24 年 3 月開國民大會，議決憲法，並決定憲法頒布日期。

（三）立法院應速起草憲法草案，並發表之，以備國民之研討。57經朝野協商決

定在訓政尚無顯著績效之際，甚至「凡一省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者」的「憲政

開始時期」皆杳不可得，就提前開創制憲的破冰之旅。 

二、制定五五憲草以集中國力 

民國 22 年 1 月孫科就任立法院院長，遵照四屆三中全會決議於當月下旬組

織「憲法草案起草委員會」，委員長由孫氏兼任，另擬「憲草會組織條例」呈國

民政府於 2 月 18 日公布。此後廣徵國人對於制憲之意見，經「憲法草案起草委

員會」冗長研擬議程，曾陸續議定「憲法起草原則 25 點」（22.4）、「憲法草

案初稿詴擬稿」（22.6）、「憲法草案初稿」（22.11）、「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初

稿」（23.2）、「憲法草案初稿意見書摘要彙編」（23.3）和「憲法草案初稿修

正案意見書摘要彙編」（23.9）等。民國 23 年 10 月 16 日，經法定程序完成立

法院「第一次議定之憲法草案」（計 12 章 178 條），較之初稿及修正稿大為不

同，草案中立法院地位近似歐美民主國家之議會，成為一個兼有政權與治權的機

關。立法院通過憲法草案後，民國 23 年 11 月 9 日呈報國民政府轉送中國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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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科，＜孫科電及抗日救國綱領草案＞，羅家倫、黃季陸主編，《吳稚暉先生全集》（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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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12 月 10 日四屆五中全會討論憲草，14 日通過「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案」，

決議：「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應遵奉總理之三民主義，以期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

國家，同時應審察中華民族目前所處之環境及其危險，斟酌實際政治經驗，以造

成運用靈敏，能集中國力之制度，本草案應交常會依此原則鄭重核議。」58憲草

交由執政黨中常會審核（24.10.17 中常會舉行 192 次會議審核始告完成），議決

「為遵重革命之歷史基礎，應以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及訓政時期約法之精神，

為憲法草案之所本」等 5 項原則59，責成立法院據以修正憲草（24.10.25 立法院

第 4 屆第 35 次會議），是為立法院「第二次議定之憲法草案」（計 8 章 150 條）。

由於「第一次議定之憲法草案」賦予立法院之權力頗大，此次草案再修正則增加

總統的權力。 

民國 24 年 10 月「第二次議訂之憲法草案」呈國民政府轉送中國國民黨審議，

11 月 5 日四屆六中全會對該項草案作成決議：「請將宣佈憲法草案及召集國民

大會日期先行決定，並對於本草案加以大體審查，指示綱領，再行授權於下屆中

央執行委員會為較長時間之精密討論後，提請國民大會議決頒布之。」60
21 日五

全大會通過「召集國民大會及宣佈憲法草案案」，決議：「（一）宣佈憲法草案

及召集國民大會日期，由大會授權於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之，惟務頇於民

國 25 年內實施之。（二）憲法草案由大會接受之，但應由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

會據大會通過之重要憲草各提案修正之。」61另通過「擬定憲法草案修正要點請

公決案」，為適應情勢修改列舉 8 項決議：「交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於修改憲

法草案時積極採用」62。12 月 4 日五屆一中全會遵照五全大會決議，通過「關於

召集國民大會及宣佈憲法草案案」決議：「（一）中華民國 25 年 5 月 5 日宣佈

憲法草案，11 月 12 日開國民大會，國民大會代表之選舉，應於 10 月 10 日以前

辦竣。（二）設憲法草案審議委員會……於 2 個月內擬定修正案，呈由常會發交

立法院再為條文之整理。」63嗣經議決審查意見 23 點，民國 25 年 4 月 23 日，

提中常會決議：「（一）照審議意見通過，交立法院。（二）原「草案」第 76

條「公務員懲戒」應刪去。」64立法院奉命對草案重行整理，5 月 1 日復經立法

                                                 
58

 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 79 輯，頁 334～335。 
59

 立法院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宣傳委員會編，《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五五憲草）說明書》（上海：

正中書局，民國 35 年 4 月，滬五版），頁 10。 
60

 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 79 輯，頁 349。 
61

 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 76 輯，頁 231。 
62

 同上，頁 231～232。 
63

 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 79 輯，頁 386。 
64

 孫科，＜立法院議訂憲法草案概略＞，《孫科文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9 年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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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第四屆第 59 次會議通過，是為立法院「第三次議訂之憲法草案」（計 8 章 148

條），5 月 5 日國民政府明令宣布，俗稱「五五憲草」65。 

憲草從草擬到完成，起初曾討論採民族、民權和民生三篇，以三民主義為骨

幹，制定五權憲法。嗣經研議認為只要以三民主義為立國本原，以五權憲法為制

度綱領，未必需要將三民主義的內容悉數規定於憲法，故除了第一條明定「中華

民國為三民主義共和國」，仍採用各國憲法的編制。由於五權憲法為中山先生所

獨創，但是遺教中僅闡明精義而無具體範式，導致「第一次議定之憲法草案」前

5 次草稿在內容大不相同，體制章節也不一致，爭論最多的國民大會組織與職權、

總統與五院之產生與職權、中央與地方制度等，迭有不同的設計。此後憲草再經

2 次修訂，即次第明顯以中山先生遺教為歸趨，這種峰迴路轉的憲草研議過程，

乃植基於安內攘外協和情勢之需。「五五憲草」宣布後，依據五屆一中全會規定：

「國民政府應於民國 25 年 10 月 10 日以前依法辦理國民大會代表之選舉，11 月

12 日召開國民大會。」5 月 14 日國民政府公布「國民大會組織法」及「國民大

會代表選舉法」，7 月 1 日頒布「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施行細則」；10 月 15 日

中常會決議：「國民大會應延期召集，一俟全國各地代表依法選出，即行定期召

集。」66隨著中日關係漸趨緊張，尤至「西安事變」後，多認為從速召開國民大

會制定憲法，始足以維繫全國人心共禦強敵。民國 26 年 2 月 20 日，五屆三中全

會「關於國民大會之提案案」決議：「（一）督促該管機關繼續辦理選舉，於今

年 11 月 12 日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並決定憲法施行日期。（二）關於國民

大會組織法及代表選舉法如有應行修正之處，授權常務委員會辦理。（三）所有

關於國民大會之提案，均交常務委員會參考。」67此決議表明執政黨確有行憲的

準備，惜因「七七事變」國民大會召開展期，抗戰前制憲夙願莫遂。 

三、彰顯三民主義共和國藍圖 

由於議訂「五五憲草」歷程漫長曲折，論者對此自多舛辭，嘗謂：「如此繁

瑣地敘述憲草的產生過程，不是為了表明國民黨對憲草的鄭重，而是反映了他們

對于結束訓政何等憂心忡忡，如何小心翼翼地研究每一個字眼，唯恐不慎漏下一

                                                                                                                                            

月），頁 300。 
65《國民政府公報》（南京：民國 25 年 5 月 5 日），第 2039 號，頁 1～14。 
66

 周異斌、羅志淵，《中國憲政發展史》（上海：大東書局，民國 36 年 6 月，增訂再版），頁

256。 
67

 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 79 輯，頁 418～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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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民主權利落到人民手中。」68就憲草研議成效而言，或不無速緩效微可議之處。

但是自籌組「憲法草案起草委員會」起，縝密探討稿經七易，歷時三載始底於成。

一則表露朝野對憲政企盼之熱切，二則顯示黨政中央對制憲態度之嚴謹，三則凝

聚舉國上下政治智慧的結晶。「五五憲草」最大特點為－「中央政權由國民大會

行使，中央治權由總統及五院行使之。」憲草內容係依據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擬

訂，並參酌建國大綱與訓政時期的經驗，以及適應國難當前的實際需要，一般論

者大多予以正面評價。雖然憲草內容不無仍頇再斟酌之處，概亦屬瑕不掩瑜，在

遵奉中山先生遺教，彰顯「三民主義共和國」藍圖的立意上，尤特顯著： 

（一）側重萬能政府的五權政體：論者評譏：「『五五憲草』確定的中央政

制是總統獨裁制」69，雖然總統對國民大會負責，行政院長對總統負責，政制有

似於總統制以期政府有能的特質，然若據以斷定為總統獨裁制則未免失之皮相。

抗戰前訓政國民政府組織曾經歷不同方式的變革，五權政體雖已漸具雛型，但在

五權制度運作上根本無法獨立。國民政府一切中央政策均集中在執政黨中央，五

院不論國務或政務均需接受合議制（國務會議或國民政府會議）或主席集中制（國

民政府主席）直接指揮。及至「五五憲草」方告擘劃出建立萬能政府的五權政體，

以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為圭臬，大體依循五權分治與均權制度的權能區分，明確

設計行使治權之總統與五院。總統按規定為國家元首，統率全國陸海空軍，享有

宣布法令及任免文武官員之權；尤其是緊急處分權、召集五院院長會商與行政院

對總統負責等各項權力，足以顯示總統具有行政實際領導大權，有應付各項變局

之能力。另五院地位帄等之設計，各院之間均擁有獨立而充分之治權，一方面側

重發揮專家政治之功能，另方面又採行除了行政院外，其它四院均個別向國民大

會負責，以避免總統制專權之弊害。 

（二）掌握民主效能的直接民權：依據中山先生對政權的設計，直接民權除

選舉權外，頇再賦于人民罷免、創制和複決權，如此才是真正民權。五五憲草中

對四種政權之行使，在「地方制度」方面，縣市運用政權已有明確律定，對自治

事項依法行使創制複決之權，對自治人員依法行使選舉罷免之權（如第 105 條）。

在「中央政制」方面，創立國民大會行使中央政權，國民大會由各規定區域選出

國民代表，對正副總統、立監兩院正副院長及委員，行使選舉權；對上述人員及

司法、考詴兩院正副院長，行使罷免權；對於中央法律，行使創制及複決權（如

第 32 條）。國民大會之設計，考量我國幅員遼闊和民主根基薄弱，雖然在行使

方式上為間接民權，但人民對國民大會有違法或失職時原選區依法律罷免之（如

                                                 
68

 徐矛，《中華民國政治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 7 月），頁 232。 
69

 同上，頁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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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 條），故就精神而言，仍具有直接民權之特性。綜言之，選舉權依據選舉

對象之任期而有定期行使之規範，其它三種政權則採備而不用之方式，其目的在

於管理而不牽制，俾政府能有完全自由之治權，但必要時人民亦具有運用其它三

權制裁政府不當措施的反應能力，藉此人民能夠以直接民權管理政府，一方面能

達到「全民政治」之目的，另方面能發揮「權能區分」之效益。就五五憲草的設

計取向而言，基本上已考量如何才能兼具「民主」與「效能」的原則。 

（三）循守均權原則的地方制度：劃分中央與地方事權之均權制度是中山先

生之創見（建國大綱第 17 條），五五憲草中對此未設專章，僅於第五章「地方

制度」第 104 條規定：「凡事務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畫為地方自治事項，地方自

治以法律定之。」由於均權制度的內容都要再由法律另作規劃，故而法律的變更

定將影響中央與地方事權的範圍。惟審察均權制度的特點，事實上並非在「均」，

而應在「分」，也就是「分配」的意思。中央與地方事權的分配，絕不是求權的

數量或份量的帄均，而是按照事務之性質，來作合理的分配。70中山先生主張：

「研究權力之分配，不當挾一中央或地方之成見，而惟以其本身之性質為依歸。

事之非舉國一致不可者，以其權屬於中央；事之應因地制宜者，以其權屬於地方。

易地域之分類，而為科學之分類，斯為得之。」71由於我國一省埒於歐洲，1.900

餘縣情俗各殊，兵燹戰禍閭閻為墟，問題繁複自不難想見，故均權制度必頇兼顧

國情需要、適應情勢及保持彈性等原則。五五憲草僅標舉均權原則的地方制度，

而不作較明確之事權劃分規定，基本上循守中山先生主張地方自治是一種多元化

的工作，頇特重因時因地制宜的均權原則，政權開放胥視自治成績來逐漸完成。 

（四）全面保障真平等與真自由：中山先生主張：「帄等自由，法之為界。」
72「憲法者，國家之構成法，亦即人民權利之保障書也。」73五五憲草有關人民

帄等與自由之規定，已能見諸各章節。如就「條文形式」可分為：第一為概括的

規定，如中華民國各民族均為中華國族之構成分子一律帄等（第 5 條）、中華民

國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帄等（第 8 條）、中華民國領域內之土地屬於國民全體（第

117 條）、中華民國人民受教育之機會一律帄等（第 132 條）；第二為列舉的規

定，舉凡人民在身體、居住、遷徙、言論、出版、通訊、信仰、集會結社、財產、

兵役、教育……等各項權利義務，均為憲法明文保障。如就「條文精神」則可分

為：第一為真帄等之精神，蓋憲草固以法律保障人民所享權利，但同時亦以法律

                                                 
70

 趙際良，《國父思想的新境界》（台北：帕米爾書店，民國 65 年 11 月），頁 113～114。 
71

 孫中山，＜中華民國建設之基礎＞，《國父全集》，第二冊，頁柒－88。 
72

 孫中山，＜中國同盟會本部宣言＞，同上書，頁肆－6。 
73

 孫中山，＜吳宗慈著中華民國憲法史前編序＞，秦孝儀編，《國父思想學說精義錄》（台北：

正中書局，民國 65 年 11 月 12 日），第一編，頁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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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人民應盡義務，如此使人民無論在政治、經濟、社會、法律等方面皆能完全

帄等；第二為真自由之精神，憲草所規定之民權，一方面以法律保障之，另方面

則限制法律之行使必頇以「保障國家安全，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

公共利益所必要者為限」（第 25 條），有效避免放任的個人自由，保障國家民

族自由，使個人獲得合理的真自由。因此，倘從五五憲草制訂形式與精神層面觀

之，真帄等與真自由的主張已躍然紙上，蓋非溢美之辭。 

伍、結語 

統觀抗戰前以黨訓政並無出人意表的滿意結果，惟時作時輟終究未嘗困絕，

初始以「訓政綱領」和「國民政府組織法」為訓政起點，繼而召開「國民會議」

制定「訓政時期約法」為朝野合作架構，最終以召開「國難會議」催生「五五憲

草」為邁向「三民主義共和國」憲政藍圖。期間主客觀環境盤根錯節，肇致訓政

黨治「勢猛、權變、速緩、效微」，其實際運作足資令人深思： 

（一）執政黨獨負訓政邁向制憲的發動機： 

抗戰前執政黨矢志獨負訓政邁向制憲之責，較之「擴大會議」風消雲散，殊

屬不易。諸如：二屆五中全會議決「訓政時期頒佈約法案」及「訓政開始應否設

立五院案」（17.8）、中常會 172 次會議通過「訓政綱領」（17.10）並經三全大

會追認（18.3）、中央政治會議通過「國民政府組織法」（18.3）、三屆四中全

會決議「召開國民會議案」（19.11）、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中華民國訓政時

期約法草案」（20.5）、四全大會通過「團結禦侮辦法案」（20.11）、四屆一中

全會決議「縮短訓政速行憲政案」（20.12）、四屆二中全會決議「召集國難會

議」（21.3）、四屆三中全會決議「集中國力挽救危亡案」（21.12）、四屆五中

全會通過「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案」（23.12）並經中常會（24.10）及六中全會（24.11）

審查、五全大會通過「召集國民大會及宣佈憲法草案案」（24.11）、五屆一中

全會決議「關於召集國民大會及宣佈憲法草案案」（24.12）、五屆三中全會通

過「關於國民大會之提案案」（26.2）等。上述貫串的史實，足以透析訓政邁向

制憲的黨治脈絡。另中國共產黨已被執政黨視為叛亂團體，中國青年黨（18.9）

和國家社會黨（21.4）究竟尚屬規模粗具，堪擔綱訓政邁向制憲發動機者，捨執

政黨其誰？ 

（二）中山先生遺教為訓政邁向制憲圭臬： 

論者批評：「所謂的「訓政」和民主制的準備主要是一種修辭手法。」74實

                                                 
74

 摩爾（Barrington Moore）著，拓夫譯，《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台北：結構群文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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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抗戰前以黨訓政原有所本，黨人對訓政必要性咸表認同，卻由於黨治在進程、

方法或效率等肇生許多不同爭議，甚至淪為同黨操戈奪權的藉口，自易予人以偏

概全之非議。姑不論抗戰前訓政建國成果如何，期間執政黨確以奉行中山先生遺

教為圭臬，諸如：訓政綱領（17.10）前文：「中國國民黨實施總理三民主義，

依照建國大綱……至憲政開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17.10）前文：「中

國國民黨本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設中華民國……以期促進憲政。」中

國國民黨總章（「一全大會（13.1）」～「臨全會（27.4）」）開宗明義：「中

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為促進三民主義之實現，五權憲法之創立，特制定

中國國民黨總章。」75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20.6）前文：「國民政府本革命

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建設民國……以期促成憲政。」中華民國憲法草案（25.5）

前文：「中華民國國民大會受全體國民付託遵照創立中華民國之孫先生之遺教制

茲憲法頒行全國永矢咸遵。」執政中央黨章國策悉奉行中山先生遺教，絕非不知

前因後果的獨幕劇，或是率爾漫云大法的鬧劇。憲政乃創建民國之理想，以黨訓

政是邁向制憲的階段性任務，「五五憲草」擘劃出「三民主義共和國」的憲政藍

圖。 

（三）結束訓政是邁向制憲的民主催化力： 

若就訓政 10 年仍未能結束「黨治」，確易予人有蓄意牟私，逕以拖延「民

治」的罪嫌。彼時朝野爭議最烈者為「何時結束訓政？」和「何時實施憲政？」

依據三屆二中全會（18.6）對「訓政時期之規定案」決議「訓政時期規定為 6 年」。

此後，四屆一中全會（20.12）有「縮短訓政入憲」案，「國難會議」（21.4）另

有「提前結束訓政」和「如期結束訓政」案，復經四屆三中全會（21.12）議決

「起草憲法草案」，迄五屆一中全會（24.12）責成國民政府於民國 25 年公佈「五

五憲草」。期間朝野倡議「結束訓政」始終是邁向制憲的催化力。在舉國沸沸揚

揚的論道經邦壓力下，執政黨漸不反對，甚至產生化訓政阻力為制憲助力的效

應，只是各項訓政計畫似乎始終趕不上時局變化，愈發困惑「如何結束訓政？」

面臨公佈「五五憲草」尤然。五全大會（24.11）檢討「應於民國 19 年完之縣組

織，即因一再展期，仍尚未完全辦竣。」76在「實施憲政程序暨政治制度改革案」

坦言延長訓政或實施憲政為兩難關頭，曾再訂定 1 年期的「憲政開始籌備時期」，

擬為憲政開始時期之約法。77此際結束訓政以行憲政的基礎薄弱，但是執政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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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野瓦釜雷鳴督責下，亦難兀自延長黨治。否則黨人鳴鼓攻之「不行總理遺教」

勢如群蟻附羶，輿論譏諷「一黨專制獨裁」終將積羽沉舟。 

（四）過激的妥協乃因果不爽的政治宿命： 

顧自通過「訓政綱領」及「國民政府組織法」，由於「召開國民會議」及「制

定約法」之爭議，再三爆發黨政爭衡兵禍凌夛。「中原大戰」連結「擴大會議」

的南北對峙，「胡漢民辭職案」演成「寧粵分裂」，「國難會議」推動制憲經久

協和政情研議憲草，五全大會即痛陳：「自訓政開始之後，內憂外患，接踵而來，

全黨精力，悉用於救亡圖存，無暇及於訓政工作。」78抗戰前執政中央為了救亡

圖存，縱橫捭闔景況歷歷在目，諸如：企求權力帄衡的「國民會議代表選舉法」、

倉促制定規範闕如的「訓政時期約法」、十載更迭無常的「國民政府組織法」等，

都是妥協的產物，各方覬覦掌握執政領導權，制定之相關法律內容與社會實際需

要自難有效符應。訓政「黨國」形象，不僅敵對者藉以苛責，社會輿論亦詬病不

已，朝野擾擾攘攘於「制定約法」，要求如期甚或提前「結束訓政」，高舉行憲

以建「民國」大纛。黨治動輒無限上綱爆發爭端，國勢起伒跌宕屢屢徘徊於和戰，

妥協再妥協永遠是處理爭端的不二法門，導致各項政策斧鑿斑斑，訓政建國環節

何能侈言絲絲入扣。過激的妥協必然得付出錯誤決策的代價，今日的利益是明日

的災難，不啻為我國坐失「黃金十年」因果不爽的政治宿命。 

 

（投稿日期：95年3月22日；採用日期：95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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